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
余绍源教授的口述校史
学生记者  林映秀  李宛璎  林海宏
一、采访时间
2011年5月31日。
二、采访地点

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余绍源教授的办公室。
三、人物简介

余绍源，男，1940年3月出生，籍贯广东惠州。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主任导师，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。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(现广州中医药大学)。1986年起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，广东省中医院大内科主任、消化内科主任。1993年获省政府授予的“广东省名中医”称号，1995年获“优秀中西医结合工作者”荣誉，被省政府评为突出贡献专家，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。先后两次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。擅长治疗内科杂病，尤其是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、中西医诊治。
四、采访记录

记：余老师您好，首先非常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。今年是我校建校55周年，学校希望通过“口述校史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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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活动，通过对你们老一辈的采访，来更好的展现我校过去55年的飞越之路。
述：都55周年了，好啊！

记：（拿出余绍源教授在毕业时写的一首词—— 《沁园春·广州中医学院毕业有感》：记得当年，我爱中医，别辞故乡，习岐黄仁术，除瘟治病，杏林遗法，救死扶伤，同学推敲，师心诲授，不负韶光日日长，曾记否，读伤寒灵素，背诵条章。回思往事难忘，谅涤去痴顽有万箱。念浩繁智域，尚嫌力拙；苍茫学海，更喜帆扬。有党关怀，全心哺育，祖国新医放异光。从今后，向红专迈进，志气轩昂。）老师对这首词是不是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啊？这是老师当年毕业时写下的词对吧？

述：对对对，这是我1963年毕业时写的词——《沁园春》。跟毛主席那首《沁园春.雪》是同一个词牌名的。
记：1963年毕业，那老师就是1957年作为第二届学生进入我们学校就读的

述：是啊

记：那老师您对那时的学校环境还有生活都还留着怎样的印象？

述：当年啊，学校就建在二附院这里，准确点来说应该是麻行街后面的一所破庙里。但现在是完全找不到从前的痕迹了，只记得现在的CT室好像是以前的篮球场。那时还没有三元里校区呢，后来建设三元里校区了，那时有很多老师同学都是上阵劳动，
  —2—
参与到建设中去的。1958年，才搬到三元里那边去的。那时学校环境跟你们现在的比起来是天壤之别。而且生活条件很艰苦，环境很简陋，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二块半（笑）。我们的课本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的，上课的时候只有粉笔跟黑板，哪里有投影机？什么都没有。
记：老师那时是不是也经常是苦中有甜，有没什么有趣的课外活动啊？
述：哈哈，没什么娱乐啊，课外活动也很少。而且受当时的社会观念影响，我们的生活都很单调，思想很单纯，只专注于读书。那时又还没有卡拉OK（笑），学校里突然间停电了也不会发生大家一起合唱这样浪漫的事情（笑），那时最多就唱《东方红》这些革命歌曲，远远不像你们现在那么丰富多彩。学校地方就那么小，医院也是设在学校里的，一栋楼，楼上是内科，楼下是妇科、儿科、骨科和外科。这样学校和医院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1956年的时候学校还不是全国统一招生，进入学校就读的都是各个地方的调干生，比如一些医院里面的护士和卫生员。而到我们那一届就是全国统一招生，招了120多人，分为两个班。学生老师那么多人就都在那么一点地方学习、工作。
记：那老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广中医读书呢？
述：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里，祖父、父亲都是中医，他们都希望我成为中医传承衣钵，所以我就报了广州中医学院了。
记：那老师你们毕业后是大部分同学就到了省中医工作吗？

—3—
述：没有，我们120多个人只有7个来到省中医工作，其余的就分配到全国各地去了。大家都是响应“哪里需要你，就到哪里去，祖国需要你”的口号，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竞争的观念。那时的省中医也是很小的，就一百多张病床，也没什么好的医疗器械，大家就是一颗心让省中医慢慢一步一步发展。
记：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时期——文化大革命，那时我们学校还有省中医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述：那个时候我们搬到三元里校区了。当时学校收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吧，我记得我是没有出去游行过的，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搞这些东西。我们都比较专注于学习，就连老师对我们这届学生的评价都是——“书呆子”（笑）。学校里被批斗的老师也比较少，因为经常跟老师在一起学习、生活、探论学术问题，也知道老师们都很诚心诚意地帮我们编写教材，老师也偶尔会让我们帮忙刻蜡板来印书，师生间时间长了彼此之间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而且我觉得中医本身就有一种很好的文化感染力在里面，让我们学会宽容、理解，因此大家都没想过要去批斗自己的老师的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说一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由来。当年国民党里的一些人打着中医不科学的旗号提出废除中医，这件事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，特别是那些中药材商，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创建了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。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是从专门学校出来的，所以他们都有很深的中医情结，对中医很热爱很希望中医能一直传承下去，因此他们都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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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很用心。
记:那时国家也有一个政策是提倡知青下乡，当时学校、您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积极响应这个号召？你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决定的？

述：因为这个号召是中央提出的，所以还是有一部分同学主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在我看来，趁着年轻到乡下历练一下对自身很有好处。加上又是中央要求，因此当初我也没有想过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更好决定，就这样顺从自己的感觉，响应国家号召，去下乡了。
记：那老师对下乡这段时间的生活都有着什么样的体验呢？
述：我觉得这段生活对我起了很好的锻炼作用。在乡下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在城市见不到的病例，就比如：流行性乙型脑炎。加之那时医疗条件很差，许多疾病都是需要自己运用中医方法去解决，而这过程对之后的医疗生涯是很有好处的。在那里你也可以感受到医者的意义，你把他们的疾病治好了，他们就会很感激你，觉得你有恩于他们，而且你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很舒坦。现在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想留在大城市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现象。老实说你没有下到农村的医生不是一个很合格的医生，你们都应该深入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积累看病经验，你们会遇到很多你们没遇到过的疾病，你要去了解它们，要去克服它们，这个过程你们才有更大的进步。这算我对你们的一点建议吧！
记：嗯，我们会记住的。行医期间当地百姓赠送你一个“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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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开炮”的称号，能跟我们谈谈它的来历吗？

述：对对对，当初农村里面都是赤脚医生承担治疗任务，他们遇到一些没办法解决的情况就会通过打电话向我询问治疗方案。他们把病人大概的症状告诉我，我就此进行辩证然后告诉他们该用什么药啊，开什么方，一说一个准，也许是侥幸吧（笑）。
记：余老师在乡下待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时常往返学校看一下？

述：大概十年。当时是因为毛主席提出“要把医疗重点放在农村”，全国范围内都有很多人响应号召积极下乡。那种情况下就算是有心想回学校看一下也是没办法回的，到处都是批斗、游行，社会环境乱得不得了。

记：那等到十年后再次回到学校觉得学校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述：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嘛，条件还是比较差的，但我们学校、省中医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开始慢慢的崛起了。1986年的时候第二临床医学院成立了，不过那时候不叫“第二临床医学院”而是叫“医疗二系”，第一临床医学院就叫“医疗一系”，教学管理体系可以用“一二四八”概括，也就是一个教授下面两个副教授四个讲师八个助教。我是当时二系的内科教研室主任。成立了这个院系以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十分大的，完全没有像样的教材，都靠我们自己编写。那时我们要编《西医内科学》，因为一系讲惯了中医，所以西医的重担就落在我们二系身上了，所以我们就得去编，很辛苦的，最后编了上中下三册，这本书现在在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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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应该还有。
记：从临床到教学更是一种挑战对吧？
述：是啊，那时还是有很多困难的。我们在医院工作的同时还要到学校去讲课，两头奔波，挺累的。还有一开始的时候没人愿意去讲课啊！让一些医生去讲课他们会非常不愿意，因为那时讲课是没有报酬可拿的。不过后来大家就争着去讲课了，因为学校把讲课跟升职称挂钩了，也会发一点钱一个月八块钱或者十二块钱（笑）。
记：又要临床，又要教学，我们也知道余老师在科研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比如：1986年研制“胃乃安”成功，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，2000年“胃炎清与HP相关胃炎的临床实验研究”，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等。是不是从1986年左右我们学校就走上了发展科研的新方向？
述：那是全国的一个趋势吧，都要搞科研嘛。因为我是当时的消化内科主任，所以研制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。那时候医院刚有了胃镜，能够更好的观察各种情况，这对我们的研究就非常有帮助了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消化系统的科研啊。但是万事开头难，我们的实验设施都是很落后的，条件还不是很好，很大的挑战啊。不过那时国家是很支持科研的，像很多科研结果都是只有通过省里的审批就行了，所以那时我们的研究一成功就很快审批通过了。
记：老师对现在我们学生搞科研有什么建议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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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：如果你们大学生想走科研道路就得结合自身专业的实际情况去考虑，而且要对选取的领域了解得比较透彻，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兴趣，有恒心，以及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我也都不搞科研了，因为这个有规定嘛，过了六十岁就不能负责项目了，不过当个顾问还是可以的（笑）。现在主要就是培养下一代了。
记：老师在1995年也获得了“优秀中西医结合工作者”的荣誉称号，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医的呢？那时我们学校不是只有一个中医专业吗？
述：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接触过有关西医的知识了，虽然是一个专业，但我们什么都学的。大家都看到西医疗效好，所以我们就要学。其实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去思考如何做到中西医的结合。学校当时有个培养目标，就是培养有扎实中西医基础的高级中医人才，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西医知识。后来我又去了中山医科大学的二院进修了一年，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医领域的了解，很多老师是也是一样去进修了。那时中山医的消化科是全国最好的。从那时开始学校里面搞科研的人也慢慢变多了，而且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变得规范化了。
记：从1956年到今天，老师应该看到了我们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模式的不断变化，那对于如何更好地培养一名中医生，老师有什么看法建议吗？
述：中医很多都是师带徒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习俗。我是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授徒老师，这么多年也有很多医生也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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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学生，有很多的主任都是我的徒弟，太多人了，都有点记不清。
记：真正的桃李满天下啊

述：是啊，但在以前，那种师带徒的模式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善，师傅只是手把手地把经验传授给徒弟，这样的话徒弟的临床经验虽然会很丰富但基础理论却十分不扎实，这就没办法培养出高水准的医学科研人才。像我的那些徒弟，很多都不是我选的，他们是要通过很多考试的，通过了才行的，最起码也是副主任医生了。我也指导博士生，还有博士后呢。像你们现在，那么多人一起上课，跟老师交流的时间变少了就应该把空余的时间用去读书背书。毕竟要学好中医必须积累丰富的理论知识。以前的中医启蒙教育都是要求学生拼命地背书，尽管他们背下来了却不一定马上就能理解，但到要用的时候他们就能顺手拈来了，就比如临床上看到一些病例可能他们就会很快地联想到了《内经》中的某句话。如此锻炼下去，学生的基础理论跟临床经验都会提高得很快。就拿我来说吧，虽然做了几十年中医，但现在还是会觉得自己的知识远远不够用，很后悔年轻的时候背的书不够多也读得不够熟。现在对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这句话真的是非常赞同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出去的学生就要懂得用功背书，因为在中医这个行业里你要是没有过硬的技术跟本领是混不下去的。不过像你们现在这种学习模式也有好的地方，就是你们学的东西多了，知识面广，你们就得学会运用自己的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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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：我们一定谨听老师教诲的。最后可以不可以请余老师在我们学校建校55周年之际，说说你对学校未来的展望呢？
述：就祝母校越办越辉煌吧（笑）！
记：再次感谢老师能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一定努力去做得更好的，争取成为一名更合格的中医学子。

五、采访后记

最后余教授送了记者三本《脾胃续论》，每人一本；并鼓励所有中医学子努力学好中医，为传承中医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（注：该采访组获得2011年“口述校史”活动二等奖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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